
书书书

　　社会

２０１６·５

ＣＪＳ

第３６卷

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重大决策
的影响研究

郭秋菊　靳小怡

作者１：郭秋菊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犃狌狋犺狅狉１：犌犝犗犙犻狌犼狌，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

犎狌犪狕犺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犈犿犪犻犾：犵狌狅狇犻狌犼狌０１３＠犺狌狊狋．犲犱狌．犮狀；作者２：靳

小怡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犃狌狋犺狅狉２：犑犐犖犡犻犪狅狔犻，犛犮犺狅狅犾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犘狅犾犻犮狔犪狀犱

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犡犻’犪狀犑犻犪狅狋狅狀犵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与对策———基于

可持续生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１３牔犣犇０４４）的资助。［犜犺犻狊狊狋狌犱狔犻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犫狔犓犲狔

犘狉狅犼犲犮狋狅犳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犻狀狋犺犲狋犻狋犾犲狅犳“犘狉狅犫犾犲犿狊犪狀犱犘狌犫犾犻犮

犘狅犾犻犮犻犲狊犳狅狉犝狉犫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犚狌狉犪犾犕犻犵狉犪狀狋犠狅狉犽犲狉狊：犛狌狊狋犪犻狀犪犫犾犲犔犻狏犲犾犻犺狅狅犱犪狀犱犈狇狌犪犾犃犮犮犲狊狊狋狅

犅犪狊犻犮犘狌犫犾犻犮犛犲狉狏犻犮犲狊”（１３牔犣犇０４４）．］

感谢《社会》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摘　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成年子女的加速外流可能会削弱相

对弱势的母亲在子代重大决策中的代际影响。文章利用２０１３年深圳市农民

工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代际影响的现状及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的重大事务决策

依旧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代际影响并非家庭实权的体现，而是出于对长

者尊严的维护；资源论、代际关系、文化规范论对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均

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存在程度差异，其中代际关系的解释力最强，其次是文

化规范中的孝道观念，资源论的解释作用最为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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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高达２．６亿，

约占总人口的２０％。众多成年子女加速外流的趋势不仅改变着社会

的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资源传递

模式。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权力与资源正逐步从亲代向子代转移

（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９），老年人家庭地位的边缘化似乎已经成为难以

逆转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排挤在家庭事务决策和管理的范畴

之外（梁鸿，２０００），而相对弱势的农村老年女性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可

能更加边缘。中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着城乡倒置的特征，“六普”数据显

示，我国农村６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高达１５％，远高于城镇的

１１．７％。中国仍有５７％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杜鹏，２０１３），城镇化进

程中的人口流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邹湘江、吴丹，

２０１３）。由于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长、丧偶率高，导致老年人口中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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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越来越高（贾云竹、谭琳，２０１２），与老年男性相比，老年女性面临着

健康状况差、文化水平低、收入少、贫困等诸多问题（张恺悌，２００９）。在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和女性老年人口规模大的双重现实下，农村老

年女性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对农村老年女性相关问题的研

究不仅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妇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性作为家庭及亲属关系的维护者（犽犻狀犽犲犲狆犲狉），承担着为家庭成

员提供信息和支持、保持家庭关系、维护家庭传统等重要责任（犔犲犪犮犺

犪狀犱犅狉犪犻狋犺狑犪犻狋犲，１９９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母亲是维护家庭稳定、维

系家庭关系的关键人物。作为子女的主要抚养人，母亲对子女心理和

行为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犔狅犲犫犲狉，犲狋犪犾．，２００９；张兴慧等，２０１５），然

而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的代际影响鲜有关注。随着中

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持续，老年女性尤其是农村老年女

性相对弱势的地位可能会进一步凸显。在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的推进

下，代际间的资源鸿沟愈加明显，成年子女掌控着更多的资源以及对重

大事务的话语权与决定权，子代更多地决定着家庭生活的选择与发展，

而较少考虑亲代的想法与意见（梁鸿，２０００），这可能对老年母亲的心理

健康有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

重大决策中的代际影响进行深入讨论，为提高农村老年女性家庭地位、

改善农村老年女性心理状况提供参考。

代际影响（犻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是指家庭中一代人向另一

代人传递信息、信念和资源（犕狅狅狉犲，犲狋犪犾．，２００１）。有关代际影响的研

究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之后一直受到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根

据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中的论

述，代际影响既包括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也包括下一代对上一代的

反向影响（转引自洪巧英，２０１４）。在本文的研究中，代际影响主要是指

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目前有关代际影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

领域，着重关注消费行为、消费决策的代际影响（犛狅狉犮犲，犲狋犪犾．，１９８９；何

佳讯，２００７）；而社会学领域更多地使用“代际传递”（犻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

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的概念（洪岩璧，２０１０；王甫勤、时怡雯，２０１４），指父母

的能力、观念、行为、社会地位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池丽萍、辛自强，

２０１３），且集中于教育资源、收入、职业、贫困、健康等研究话题（张立

冬，２０１３；王甫勤、时怡雯，２０１４；李力行、周广肃，２０１４），作为衡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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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平等现象的重要指标。有学者认为代际传递与代际影响是非常

相近的概念（何佳讯，２００７），但目前并没有研究对两者进行严格的区

分。从词义辨析上来看，代际传递更加强调信息、资源的传承，也有

不少学者将“犻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狋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翻译为“代际传承”，“传

承”二字使代际传递的概念更具结果导向，例如贫困的代际传递主要

是指贫困状态在两代人之间的传承和复制（张立冬，２０１３）；代际影响

则更加强调信息、资源的传递，过程导向的倾向更明显。代际影响有

示范、强化和社会交互三种重要的实现途径，其中社会交互是指针对

某一想法或事件进行直接的交流与沟通，通过这种交互可以获得特

定的态度、观念或做出行为选择（犕狅狊犮犺犻狊，１９８８）。已有研究用代际

影响的概念对父母在成年子女重大决策中的参与程度进行研究，在

重大事务决策上子代向亲代进行不同程度的咨询是代际间信息传

递、家庭 内 部 社 会 交 互 的 重 要 表 现 形 式，即 代 际 影 响 的 体 现

（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９），由此本文将使用代际影响这一概念研究农

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决策中的角色。

目前学术界有关个体或家庭重大事务决策的研究多以家庭地位或

家庭权力的视角为切入点，分析家庭内部的权力格局、决策过程或高低

不一的家庭地位（郑丹丹、杨善华，２００３；郑丹丹，２００４；徐安琪，２００５），

而且这些研究的焦点大多是婚姻关系中的夫妻权力模式或妇女家庭地

位，极少有研究从代际影响的角度对个体或家庭重大事务决策进行研

究。事实上，家庭权力并非单一维度，而是一种立体网状的分布。在这

个立体网状的家庭权力结构中至少应该包括婚姻、代际、个体这三个维

度（王金玲，２００９），家庭权力理应包括父母权力（犕犮犇狅狀犪犾犱，１９８０），体

现家庭权力的各种事务决策也必然会涉及多方主体，其中父母对子女

重大决策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有研究证实，父母在子女

重大决策上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子女的同辈群体所发挥的作用

（犛犻犾犾犪狉狊，１９９５），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婚姻等重大决策依旧具有较大影

响力（王金玲，２００９）。在面临重大决策时，成年子女依然愿意咨询父母

的意见，这不仅是对父母的尊重，更是父母家庭地位和家庭权威的重要

体现（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９）。由此可见，从代际视角研究亲代在子代

重大事务决策上的代际影响有助于我们了解家庭权力结构的分布，并

进一步明晰亲代在家庭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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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情境中探讨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决策上的代际影

响可能会更加复杂，现代化观念的冲击、资源与权力向子代的转移都可

能削弱农民工的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正处

于快速发展时期，但依旧是一个“讲感情”的社会，母亲是子女从婴孩到

孩童期情感依附的主要对象，使得子女与母亲之间具有更亲密的情感

基础（犑犪狀犽狅狑犻犪犽，１９９２；黄何明雄等，２００３）。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代

际感情、联系与交流也会影响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的

角色。那么城镇化背景下哪些因素形塑着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

务决策上的影响，哪一类因素占据着重要地位均有待研究。本文将利

用２０１３年深圳“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引入代际的视角，

探讨个体资源、文化规范以及代际关系对农民工的母亲对子女重大事

务决策的影响，并试图揭示哪种影响因素的解释力更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代际影响研究起源于社会化理论，尤其是儿童社会化。父母和其

他家庭成员是子女获取信息和社会规范的基本来源，子女在家庭内部

有无数次机会观察并内化其父母的信念、喜好和价值观，并将其视为自

然规范（犕狅狅狉犲，犲狋犪犾．，２００１）。由此可见，亲代对子代的决策必然会产

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代际影响产生的因素主要包括代际关系、

决策的类型以及社会文化（犛犻犾犾犪狉狊，１９９５；何佳讯，２００７），也有研究从社

会交换的视角指出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影响的能力主要是由各自相对

的资源和交换中的利益所决定的（犌犾犪狊狊，犲狋犪犾．，１９８６）。如果以个体或

家庭重大事务决策类型作为切入点，则又可以发现解释重大事务决策

权力的理论涉及资源论、文化规范论以及相对的爱和需要论（徐安琪，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综合来看，本文认为资源论、文化规范和代际关系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决策中的代际影响，具体的

理论运用分析如下。

（一）资源论

掌握更多资源的个体在家庭决策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定权

（犅狉犻狀犲狊，１９９４），代际间资源越丰富、交换能力越强的一代更容易对另

一代产生影响（犌犾犪狊狊犪狀犱犅犲狀犵狋狊狅狀，１９８６）。有研究指出父母之所以

能够对子女的重大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在于父母为子女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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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支持（犛犻犾犾犪狉狊，１９９５）。基于各自拥有的资源进行代际支持模式的

探讨是养老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犆狅狓，１９８７），资源较多的父母更有可

能获得子女的支持与关注（犌狅狅犱犲，１９６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老年父母所控制的资源逐渐减少并日益丧失在家庭重大事务上的影

响力（犜犺狅狉狀狋狅狀犪狀犱犉狉犻犮犽犲，１９８７），进而大幅度地降低了老年父母的

家庭地位（犕犪狉狋犻狀，１９９０）。一般来说，研究者较多地使用教育、职业

以及收入作为资源的衡量指标，用这三个指标来测量农民工所拥有

的资源也是学界惯例，但这三个指标能否直接用来测量农民工的母

亲所拥有的资源则有待商榷。农村老年女性作为夫权和父权压迫下

的弱势群体，在经济收入上具有极高的依赖性，她们较多地依附于丈

夫或儿子，很少有自己的独立收入（杜鹏、武超，１９９８），因此本文只用

教育和职业两个变量对农民工的母亲拥有的资源进行衡量。在城镇

化背景下，成年子女的外出就业势必可以大幅度提高其资源拥有量，

进而拉大了代际间的资源差，母亲资源相对匮乏的状况更加凸显。

依据资源论，个体所掌握的资源越多，家庭地位、代际影响力越大，由

此可推断农民工的母亲拥有较多的资源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代际影响

力。再结合资源论的双向视角，可知优势方资源的增多会削弱资源

劣势方的代际影响，成年子女资源的提升则可能降低其母亲的代际

影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资源越多的一代越容易对另一代的重大事务决策产生代

际影响。

假设１犪：在农民工的重大事务决策上，其母亲拥有的资源越多，则

代际影响越大，反之亦然。

假设１犫：在农民工的重大事务决策上，农民工自身拥有的资源越

多，其母亲的代际影响越小。

（二）代际关系

代际关系对代际影响的作用最为明显，代际关系包括代际间的

沟通情况、亲密程度、父母的权威性（子女对父母的尊重程度）等

（犛犻犾犾犪狉狊，１９９５；何佳讯，２００７）。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

中具有重要作用（犡狌，犲狋犪犾．２００４），母亲与子女尤其是女儿之间会有

更多的交流，由此产生的代际影响也更加强烈（犕犪狀犱狉犻犽，犲狋犪犾．，

２００５）。一些研究表明代际间的关系越亲密、子女对父母越尊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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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影响就越显著（何佳讯，２００７）。此外，还有研究指出，在代际影响

中，代际间的认知影响和信息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犇犲狌狋犮犺

犪狀犱犌犲狉犪狉犱，１９５５）。认知影响一般是指观念的相似性，而信息影响则

是指影响施与方为接受方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建议或选择（犛犺犪犺犪狀犱

犕犻狋狋犪犾，１９９７）。子女所感知到的父母在认知上的相似性越高就越容

易寻求和接受父母的代际信息影响（犕狅狅狉犲，犲狋犪犾．，２００１），而观念的

相似性不仅是代际团结的重要内容（犅犲狀犵狋狊狅狀犪狀犱犚狅犫犲狉狋狊，１９９１；靳

小怡等，２０１５），也是成人代际依恋的衡量指标（犆犻犮犻狉犲犾犾犻，１９８３），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代际关系的好坏。

重大事务决策则运用“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分析夫妻间的家庭权

力结构。该理论认为出于相互的需求与依赖，依赖方在日常生活中会

更加顺从对方，进而影响其家庭地位的提高（犌狅犱狑犻狀犪狀犱犛犮犪狀狕狅狀犻，

１９８９）；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交换理论，即指家庭成员之间用“爱”交换

“权力”（犛犪犳犻犾犻狅狊犚狅狋犺狊犮犺犻犾犱，１９７０）。虽然用于解释夫妻间权力结构的

“需求与依赖论”难以直接用于家庭代际研究，但代际间与夫妻间具有

诸多类似的情境，例如代际关系也需要爱来维持，而且代际间也有相互

需要、相互帮助的需求。有学者专门针对代际间的依赖提出了成年子

女与父母之间的依恋论，认为成年依恋可以定义为心理上的亲密关系

与联系的倾向或趋势，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情感依恋，即情感上

的亲密度；二是行为依恋，即为了保持情感亲密度而进行的联系与接触

（犆犻犮犻狉犲犾犾犻，１９８３）。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对其母亲的依赖也是显而

易见的，一方面是基于养育恩情和血缘而形成代际情感；另一方面则是

因为成年子女向城镇流动后，老家的农活、家务料理、子女照料等需要

父母的支持。情感与行为的依恋程度不仅是代际间相互需求与依赖的

体现，同时也是测量代际关系的重要指标。

由上述论述可知，无论以代际影响还是以重大事务决策视角为切

入点，代际关系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些能够反映代际关系的代际沟

通、代际情感、观念相似性在重大事务决策上均会对代际影响产生作

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农民工与母亲的代际关系越好（沟通频繁、情感亲密、观念

相似），母亲在其重大事务决策上的代际影响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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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规范论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代际影响也有所不同。在消费决策研究

中，有学者发现在泰国倡导顺从和尊重权威的文化背景下，父母的代际

影响更强烈（犞犻狊狑犪狀犪狋犺犪狀，犲狋犪犾．，２０００）。玛格丽特·米德则从文化传

递的角度中提出了晚辈向长辈学习的前喻文化（转引自洪巧英，２０１４）。

有学者发现我国的“６０后”“７０后”以及“８０后”人群主要表现为对前喻

文化的传承（洪巧英，２０１４）。前喻文化具有稳定性和世代性的特点，我

国传统而深远的孝道文化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前喻文化，孝道文化至今

还对家庭行为规范具有重要影响，由此可推测孝道文化也会影响到代

际影响的强弱。

此外，在对重大事务决策的影响途径上，文化规范理论强调文化和

亚文化对权威认同、性别规范、宗教信仰和一般社会准则等对家庭内部

权力的影响（犚犪狀犽，１９８２）。就文化规范论而言，传统的性别分工与父

系文化可能是造成夫妻间不同的家庭地位与权力的关键因素；但就代

际关系而言，最大的文化规范约束莫过于传统的孝道文化。虽然有不

少基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指出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传统的孝道观

念得到了极大的削弱（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９），但也有不少实证研究发

现孝道观念在指导子女行为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张新梅，１９９９）。

孝道文化在维持母亲的代际影响方面可能依旧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本

文认为文化规范论同样适用于解释代际影响，只是代际间的文化规范

侧重于孝道责任的约束。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传统孝道观念保持地越

好，其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中的信息传递越有力量。由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农民工的孝道观念越强，其母亲在其重大事务决策上的代

际影响越大。

（四）资源论、代际关系与文化规范论相对重要性的讨论

由前文所述可知，在有关子代决策的代际影响研究中，代际间的资

源、关系以及文化规范都会产生影响。有学者认为代际关系的好坏是

影响子代决策的最重要的因素（犛犻犾犾犪狉狊，１９９５），但是代际影响在不同的

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相互依赖和紧密程度更

高的文化环境中，家庭的亲近度会对代际沟通和影响产生更强的累积

作用（犞犻狊狑犪狀犪狋犺犪狀，犲狋犪犾．，２０００）。从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可知，资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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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际影响中的作用呈下降趋势，三种理论对代际影响的解释力可能

存在差异。在与家庭权力、家庭地位相关的家庭决策研究中，有研究发

现资源论、文化规范论以及相对的爱和需要理论也对家庭决策具有一定

的解释力（徐安琪，２００５），但并未讨论哪一种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从

目前的研究来看，不少学者认为资源论在西方发达地区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受到文化规范的影响（犚狅犱犿犪狀，１９７２；赵瑞芳等，

２００７）。在农民工群体中，文化规范论和代际关系对母亲代际影响的作

用可能强于资源论，孝道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扎根在深层的民族

心理之中，内化成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自主意识，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陈

树德，１９９０；张新梅，１９９９）。代际关系产生的基础是血缘亲情，血缘亲情

也是孝道观念形成的基础（姚远，２０００），但前者自子女出生就天然形成，

后者则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代际关系、文化规范论和资源论对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

大事务决策上的代际影响作用依次递减。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在深圳市犘区进行的“农村流动人口调查”。调查对象为离开户籍所在

地半年以上、目前在深圳生活或工作的１６岁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调查

内容不仅包括调查对象本人的基本情况，还包括其父母的基本情况及代

际关系等相关信息。该调查依据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进行了

相对均等的配额抽样，最终获取了２０７１份有效样本，其中男性占

４５．８２％，女性占５４．１８％，平均年龄为３０．６３岁，已婚占５８．５５％。虽然

配额抽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数据偏差，但鉴于样本量较大，且覆盖了农

民工所从事的所有典型行业，因此该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本研究旨在分析农民工的母亲对其子女重大决策的代际影响的现状及

影响因素，因此删除了母亲去世的样本、农民工或母亲部分信息缺失的

样本以及离婚或丧偶的农民工样本，最终进入本文分析的样本量为１４５８。

（二）变量设计

１．因变量

本文借鉴威廉姆斯等学者（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９）在代际影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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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对父母参与子代重大事务决策的测量方法，主要通过询问被访

者“在有关于您或您家庭的重大事件决策（如，婚姻、买房、外出打工）

上询问您母亲的频率？”答案选项划分为“从不、有时或偶尔、小部分、

一半、绝大部分”五种类型。由于本调查的被访者中既有未婚也有已

婚，因此在家庭的定义上若被访者未婚则主要是指未婚农民工与父

母组成的核心家庭，若被访者已婚则是指已婚农民工自己组建的核

心小家庭。此外由于农民工与父母空间距离的阻隔，也有学者将这

种家庭称为 “修正的扩展家庭”（犿狅犱犻犳犻犲犱犲狓狋犲狀犱犳犪犿犻犾犻犲狊），即距离较

远的成年子女并未与父母完全隔离，还是会与父母保持互动和代际

支持（犔犻狋狑犪犽，１９６０）。

２．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对三种理论假设的测量：一是资源论，二是代际关系，

三是文化规范论。

母亲的资源主要用教育和职业进行测量，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分为

文盲、小学、初中及以上三类，以文盲为参照组；职业分为农业和非农

业，以农业为参照组。农民工的资源则用教育、职业和收入进行测量，

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三类，以初中及

以下为参照组；职业分为体力劳动者（主要包括非技术工人、技术工人

和商业服务业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除体力劳动者之外的其他职业）

两类；收入则为平均月收入，取对数作为连续变量加入模型中。

对文化规范论的测量借鉴了成熟的孝道观念量表（犔犲犲，犲狋犪犾．，

１９９４），包括六个题项：（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活动应该让父母知道，并

让父母参与进来；（２）如果子女住的地方离父母较近，子女每周至少应

该看望父母一次；（３）为了给父母提供帮助，已婚的子女住的地方应该

离父母较近；（４）有时为了给年老父母提供帮助，子女是可以牺牲一些

自己孩子的利益；（５）老年父母可以依靠子女来帮助他们做一些自己想

做的事情；（６）父母应该对子女的帮助提供一些回报，如做家务、带小孩

等。答案采用五级测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除了第六题采用反

向赋值之外，其余题项均以０－４进行正向赋值，将各问题得分加总，分

值范围为０－２４，得分越高表示农民工的孝道观念越强。在本文中，孝

道观念量表的信度α＝０．６１４。

代际关系通过代际团结中的一致性团结、情感性团结以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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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团结三个指标进行测量（犅犲狀犵狋狊狅狀犪狀犱犚狅犫犲狉狋狊，１９９１；靳小怡等，

２０１５）。一致性团结主要是指观念一致性，通过询问被访者与母亲对

同一事物的看法的相似度，分为比较相似、一般相似和不相似三类，

以不相似为参照组；情感性团结则采用代际情感支持量表进行测

量，包括三个题项：（１）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自己和母亲（感情上）

亲近吗？不亲近＝１，有点亲近＝２，很亲近＝３；（２）总的来讲，您觉

得自己和母亲相处的好吗？不好＝１，还可以＝２，很好＝３；（３）当

您跟母亲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她愿意听吗？不愿意＝

１，有时愿意＝２，愿意＝３。对这三个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总，并根据

子女数进行平均，得分越高表示情感支持越多，作为连续变量处

理，代际情感支持量表的信度α＝０．６３２。联系性团结通过农民工

与父母之间的联系频率进行测量，分为较少、一般、较多三种类型，

以较少为参照组。

３．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母亲和农民工的个体信息。母亲的个体特征包

括年龄、健康（分为不能干农活／工作和可以干农活／工作两类，以不能

干农活／工作为参照组）；子女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来源地（分为

东部、中部、西部，以西部为参照组）。

（三）分析方法

为了分析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上代

际影响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首先利用卡方检验和狋检验的方

法，从资源论、代际关系和文化规范论的角度分析农民工的母亲的家

庭地位；其次，为了进一步探析母亲代际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本文采

用三种方法进行分析：一是将因变量划分为较少、一半、较多三种类

型，分别赋值１到３，对咨询母亲的频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犗犔犛）线性

回归；二是利用普通的定序逻辑斯蒂模型（犗狉犱犻狀犪犾犔狅犵犻狊狋犻犮）进行分

析，以“较少”作为参照组，经检验该模型满足平行线检验（犘＝

０．８０３）；三是对犗犔犛模型和犗狉犱犻狀犪犾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中的回归系数进行

标准化处理，用于比较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相对影响程度（郭志

刚，１９９９：２０２），以说明哪一类因素对代际影响的解释力更大。论文

同时使用两种回归方法是为了增加数据分析结果的稳健性。表１给

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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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犖＝１４５８）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代际关系

咨询母亲频率（较少） 　一致性团结

　一半 ０．２４０ ０．４２７ 　　观念相似性（不相似）

　较多 ０．４２４ ０．４９４ 　　　一般相似 ０．３８９ ０．４８８

自变量 　　　比较相似 ０．３９６ ０．４８９

资源论 　情感性团结 ７．９３４ １．１９５

　母亲资源 　联系性团结

　　教育（文盲） 　　联系频率（较少）

　　小学 ０．４０１ ０．４９０ 　　　一般 ０．３２２ ０．４６７

　　初中及以上 ０．３８５ ０．４８７ 　　　较多 ０．４１８ ０．４９３

　　职业（农业） 控制变量

　　非农业 ０．５８３ ０．４９３ 母亲年龄 ５５．１７４ １０．０７５

　子女资源 母亲健康（不能干农活）

　　教育（初中以下） 　可以干农活／工作 ０．５８９ ０．４９２

　　高中 ０．３４６ ０．４７６ 子女性别（男性） ０．５４８ ０．４９８

　　大专及以上 ０．２０３ ０．４０２ 子女年龄 ２９．９８４ ７８．０１０

　　职业（体力劳动者） 子女婚姻（未婚）

　　脑力劳动者 ０．２５６ ０．４３６ 　已婚 ０．６０９ ０．４８８

　　月收入（犾狀＋１） ７．７８０ １．３３４ 来源地（西部）

文化规范论 　中部 ０．４３６ ０．４９６

　孝道观念 ２２．６３９ ２．７００ 　东部 ０．３３５ ０．４７２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

四、分析结果

（一）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现状分析

本文分别从资源论、代际关系、文化规范三个视角分析了农民工的

母亲在子女重大决策上代际影响的现状，详见表２。总体来看，即使在

空间距离阻隔的情况下，依旧有不少农民工在重大决策上会咨询其母

亲的建议，只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在重大决策上较少咨询其母亲的建

议。再次从三个理论视角进行分析：首先从资源论视角，母亲文化教育

程度的不同会带来差异化的代际影响，随着母亲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被

子女咨询的比例也随之增加；母亲的职业与子女在重大事务决策上的

咨询频率之间没有明显关联，假设１犪被部分验证。然而，子女资源的

差异并不会带来其母亲代际影响的差异，假设１犫未被证实。因此，优

势方资源的增加会削弱资源劣势方的家庭影响力的结论或许更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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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现状描述

变量 较少 一半 较多 犔犚／犜检验

总体 ３３．６１ ２４．０１ ４２．３９

资源论

母亲资源

　教育（％） 

　　文盲 ２８．５７ ２０．５７ １６．０２

　　小学 ３９．１８ ４１．７１ ３９．９７

　　初中及以上 ３２．１８ ３７．７１ ４４．０１

　职业（％） 犖狊

　　农业 ４３．８８ ３９．１４ ４１．４２

　　非农业 ５６．１２ ６０．８６ ５８．５８

子女资源

　教育（％） 犖狊

　　初中以下 ４９．５９ ４５．１４ ４１．５９

　　高中 ３２．４５ ３４．００ ３６．５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７．９６ ２０．８６ ２１．８４

　职业（％） 犖狊

　　体力劳动者 ７５．１０ ７４．５７ ７３．７９

　　脑力劳动者 ２４．９０ ２５．４３ ２６．２１

　月收入（犾狀＋１） ７．７９ ７．８４ ７．７４ 犖狊

代际关系

一致性团结

　观念相似性（％） 

　　不相似 ３３．８８ ２０．５７ １２．３０

　　一般相似 ３９．１８ ４２．８６ ３６．４１

　　比较相似 ２６．９４ ３６．５７ ５１．２９

情感性团结 ７．６６ ７．８９ ８．１８ 

联系性团结

　联系频率（％） 

　　较少 ３５．９２ ２２．８６ １９．９０

　　一般 ３１．０２ ３３．４３ ３２．３６

　　较多 ３３．０６ ４３．７１ ４７．７３

文化规范论

孝道观念 ２２．１２ ２３．４８ ２３．１４ 

样本量 ４９０　 ３５０　 ６１８　 １４５８

　　注：狆＜０．００１，狆＜０．０１，狆＜０．０５，
＋
狆＜０．１；犖狊为不显著。

夫妻之间，而非代际关系，亲代影响力的维护并非全部依仗资源的拥有

与提升。其次，从代际关系分析，一致性团结、情感性团结、联系性团结

水平的高低会带来母亲代际影响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非常显著，与母

亲观念越相似、情感越深、联系越紧密的农民工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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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母亲的比例越高，假设２通过初步检验。最后，从文化规范论分析，

孝道观念越强的子女在重大决策上咨询其母亲的比例越高，假设３被

初步验证，说明孝道观念在维护亲代影响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二）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３提供了农民工的母亲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上代际影响的犗犔犛

和犗狉犱犻狀犪犾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结果。为了比较三类因素作用的大小，本文对

回归系数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由表３可知，两种分析方法的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对农民工的

母亲代际影响起显著作用的因素在不同回归方法中具有稳定性。从资

源论看，母亲资源中只有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其被子女咨询的频率，相比

于文盲，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亲被子女高频率咨询的可能性更高。

或许是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母亲可以为子女提供更有效的决策建议，

假设１犪被部分验证。子女的教育、职业、收入等因素对其在重大事务

上咨询母亲的频率并无显著影响，假设１犫未被证实，与现状分析结果

相一致。从代际关系视角分析，观念一致性、情感深度以及联系频率对

农民工咨询母亲频率的影响均非常显著，与母亲观念较为相似、感情较

深、联系较多的农民工在重大事务决策上更有可能咨询其母亲的建议，

假设２通过验证。这与以往代际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即代际关系

亲密程度对子代重大事务决策的影响最为明显。从文化规范因素来

看，犗犔犛结果显示孝道得分每增加１分，农民工咨询其母亲的频率相应

提高０．０３７个单位；犗狉犱犻狀犪犾犔狅犵犻狊狋犻犮结果也显示随着孝道得分的增加，

农民工咨询其母亲的频率也有所提高，而且这种影响在两种回归方法

中均十分显著，假设３被证实。

通过对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文化规范论的作用强于资源论，假

设４被部分验证，本研究的结果也再次验证了以往研究的结论，即在发

展中国家的家庭权力结构分析中，文化规范论比资源论更具解释力

（犚狅犱犿犪狀，１９７２；赵瑞芳等，２００７）。此外，通过对三类理论中显著因素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可以发现，对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作用

大小依次为：代际关系＞文化规范论＞资源论，其中代际关系中观念一

致性的作用又强于联系性团结，联系性团结的作用强于情感性团结。

假设４通过验证，基于血缘亲情而产生的代际关系是孝道观念产生的

基础，而内化的孝道观念的约束力又强于代际分化的资源论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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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犗犔犛和犗狉犱犻狀犪犾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结果（犖＝１４５８）

变量
犗犔犛模型

犅（犛犈） 犅犲狋犪

犗狉犱犻狀犪犾犔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

犅（犛犈） 犅犲狋犪

资源论

母亲资源

　教育（文盲）

　　小学 ０．１３５（０．０５９） ０．０７６ ０．３３３（０．１４０） ０．０８３

　　初中及以上 ０．１０４（０．０６４） ０．０５８ ０．２４２（０．１５２） ０．０６０

　职业（农业）

　　非农业 －０．００７（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０．１０７） －０．００４

子女资源

　教育（初中以下）

　　高中 ０．０２４（０．０５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５

　　大专及以上 －０．０１２（０．０６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０．１５６） －０．００２

　职业（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 －０．００８（０．０５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２（０．１２５） －０．００７

　月收入 －０．０１４（０．０１６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７（０．０４２） －０．０２５

代际关系

一致性团结

　观念相似性（不相似）

　　一般相似 ０．２７９（０．０５９） ０．１１４ ０．６７０（０．１４０） ０．１６５

　　比较相似 ０．４９５（０．０６０） ０．２７９ １．１９０（０．１４６） ０．２９５

情感性团结 ０．０６３（０．０１９） ０．０８７ ０．１５０（０．０４６） ０．０９１

联系性团结

　联系频率（较少）

　　一般 ０．１３０（０．０５７） ０．０７０ ０．３０１（０．１３６） ０．０７１

　　较多 ０．１９４（０．０５６） ０．１１１ ０．４７２（０．１３４） ０．１１８

文化规范轮

孝道观念 ０．０３７（０．００８） ０．１５７ ０．０８７（０．０２０） ０．１１９

母亲年龄 ０．００４（０．００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１（０．０１０） ０．０５８

母亲健康（不能干农活）

　可以干农活／工作 ０．１４８（０．０４８） ０．０８４ ０．３５３（０．１１３） ０．０８９

子女性别（男性） ０．０２１（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５（０．１０７） ０．０１１

子女年龄 －０．０１４（０．００６）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６（０．０１３） －０．１４７

子女婚姻状况（未婚）

　已婚 －０．０２２（０．０６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２（０．１４５） －０．０１１

来源地（西部）

　中部 ０．０９５（０．０５６）＋ ０．０５４ ０．２３４（０．１３２）＋ ０．０５９

　东部 ０．０３７（０．０５６）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９（０．１３８） ０．０２６

犪犱犼犚２ ０．１３０　　　　　　　

犔犔 －１４５１．８９６　　　　　

　　注：狆＜０．００１，狆＜０．０１，狆＜０．０５，
＋
狆＜０．１；括号内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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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２０１３年“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以资源论、代际关系

和文化规范论作为理论依据，深入讨论了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

在子女重大事务决策上代际影响的现状及其作用因素，基于前文的分

析主要有以下发现。

首先，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依旧具有重要的代际影响力，

这种代际影响力并非是拥有实权的体现，而是出于对长者尊严的维护。

虽然以往有研究基于现代化理论分析指出，快速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大

幅度降低了老年人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力，削弱了老年人的社会地位

和家庭地位（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犲狋犪犾．，１９９９）；空间距离使得子女在诸多重要事

务上往往自己决策，不再请教长辈，由此导致长辈对子女的直接影响力

逐渐被削弱。但本文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即多数农民工在面临重

要事务的决策时依旧会咨询其母亲的建议。向长辈咨询建议的过程就

是信息传递的过程，信息传递对子代的决策即使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但

也会或多或少地产生间接影响力。本文与以往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原

因可能在于以往研究更加关注老年人直接影响力的变化，而本文中代

际影响力的范围更加宽泛，未明确指出影响力的方式为直接或间接。

对于农民工来说，在重大事务上高频率地咨询其母亲不仅是代际影响

中信息传递的重要表现，更是维护长辈尊严与家庭权威的体现。在空

间阻隔的基础上，农民工能够在重大事务上给予父母话语权，有利于和

谐代际关系的构建。

其次，亲代资源的增加有利于其代际影响的提高，但资源对亲代代

际影响的提升作用较为微弱，而且代际资源差的扩大不会削弱亲代的

代际影响，可见亲代代际影响的维持并不仅依靠资源的增加。农民工

的母亲的资源比子女资源更加影响母亲代际影响力的获取，其中只有

母亲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其被子女咨询的频率。与母亲为文盲的农民工

相比，母亲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农民工在重大决策上更有可能咨询其母

亲，这或许与因变量的测量形式相关，亲代较高的文化程度或许可以为

子女提供更多有效的建议。从子代资源来看，子女的外出流动虽然可

以提升其资源拥有度，并进一步拉大代际之间的资源差距，但这并不会

威胁到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保持。由此可见，在城镇化背景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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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维持亲代代际影响中的作用较为微弱，而且相对的资源差或许更

加适用于研究夫妻之间的权力模式和家庭地位差异，却并不适用于研

究代际之间的权力模式和代际影响力。

再次，文化规范中的孝道观念对维护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力

具有重要作用，在城镇化背景下文化规范论比资源论在维持亲代代际

影响上更具解释力。农民工的孝道观念越强，在重大事务决策上越有

可能咨询其母亲的建议。传统孝道文化在维持母亲代际影响中依旧发

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孝道观念的作用相对稳定。这再次验证了孝道文

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已经内化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自主意识（陈树德，

１９９０；张新梅，１９９９），这种自主意识不仅能够保障家庭养老模式的延

续，同时还能保障城镇化背景下亲代的代际影响和家庭权威的维持。

此外，从前文的分析可知，无论使用何种回归方法，孝道观念对农民工

的母亲的家庭地位的作用始终显著并稳定，而且孝道观念的作用程度

始终大于资源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犚狅犱犿犪狀，１９７２；赵瑞

芳等，２００７），即在发展中国家，文化规范论比资源论更具解释力，资源

论或许更适用于经济发达、平等意识更强的西方国家。

最后，基于血缘亲情产生的代际关系对农民工的母亲代际影响的

维持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其中一致性团结强于联系性团结。代际关

系的总体效应强于文化规范，更强于资源论。在情感依恋上，与母亲观

念越一致、情感越深厚的农民工在重大事务决策上就越有可能咨询其

母亲，观念的一致性可以为代际双方带来更有效率的沟通与交流，进而

有利于维护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在行为依恋上，高频率的联系

可以提高农民工在重大事务决策上咨询其母亲的可能性，或许是由于

高频次的联系可以带来更多的咨询机会，进而维持了母亲在子女重大

事物决策上的代际影响。正如以往研究所述，代际间的联系其实是为

了促进情感的亲密度（犆犻犮犻狉犲犾犾犻，１９８３），进而为代际联系的作用强于代

际情感深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此外，代际关系源于血缘关系，而

且这种关系从子代一出生就开始形成，并贯穿于其整个生命历程；相比

代际关系，虽然血缘亲情也是孝道产生的基础，但孝道观念的形成必然

晚于代际关系的形成，孝道观念主要是个体社会化的结果，因此，代际

关系的作用强于孝道观念的作用也在情理之中。

总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母亲依然具有重要的代际影响，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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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代际影响来源于多种因素：资源论、代际关系和文化规范论对亲代

代际影响的维持均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中代际关系的作用最强，文化规

范论次之，资源论最弱。基于以上分析与结论，本研究认为在城镇化进

程中，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迅速下降，但要维

持农民工的母亲的代际影响仍需从多方面进行努力，保持代际间的情

感依恋度、加强代际联系、继续弘扬孝道文化。

本文结合资源论、代际关系和文化规范论，从代际视角分析亲代代

际影响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力图丰富家庭权力与代际影响研究，拓展相

关理论的研究对象与适用范围，同时为城镇化背景下维护老年人代际

影响的有效途径提供参考依据。但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目前

代际影响研究集中于信念、观念、行为或者资源的代际传递，对代际沟

通过程中信息传递的研究并不常见；本文仅以子代在重大事务决策时

的咨询频率作为代际影响的测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亲代

在子代重大决策上的参与程度，但难以说明子代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

亲代所给予的有助于决策的信息，因此，代际影响中信息传递的测量指

标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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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犪犿犻犾犻犲狊：犃狀犈狓犪犿狆犾犲狅犳犉狅狉犿犪犾犜犺犲狅狉狔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

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５３（４）：８５６－８７０．

犅狉犻狀犲狊，犑狌犾犻犲．１９９４．“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犇犲狆犲狀犱犲狀犮狔，犌犲狀犱犲狉，犪狀犱狋犺犲犇犻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犔犪犫狅狉犪狋犎狅犿犲．”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００（３）：６５２－６８８．

犆犻犮犻狉犲犾犾犻，犞犻犮狋狅狉犌．１９８３．“犃犱狌犾狋犆犺犻犾犱狉犲狀’狊犃狋狋犪犮犺犿犲狀狋犪狀犱犎犲犾狆犻狀犵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狋狅犈犾犱犲狉犾狔

犘犪狉犲狀狋狊：犃犘犪狋犺犕狅犱犲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４５（４）：８１５－８２５．

犆狅狓，犇狅狀犪犾犱．１９８７．“犕狅狋犻狏犲狊犳狅狉犘狉犻狏犪狋犲犐狀犮狅犿犲犜狉犪狀狊犳犲狉狊．”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

犈犮狅狀狅犿狔９５（３）：５０８－５４６．

犇犲狌狋犮犺，犕狅狉狋狅狀．犪狀犱犎犪狉狅犾犱犅．犌犲狉犪狉犱，１９５５．“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犖狅狉犿犪狋犻狏犲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犾

犛狅犮犻犪犾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狊狌狆狅狀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犑狌犱犵犿犲狀狋．”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犫狀狅狉犿犪犾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

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５１（３）：６２９－６３６．

犌犾犪狊狊，犑犲狀狀犻犳犲狉，犞犲狉狀 犔．犅犲狀犵狋狊狅狀，犪狀犱 犆犺犪狉犾狅狋狋犲 犆犺狅狉狀 犇狌狀犺犪犿．１９８６．“犃狋狋犻狋狌犱犲

犛犻犿犻犾犪狉犻狋狔 犻狀 犜犺狉犲犲犌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 犉犪犿犻犾犻犲狊：犛狅犮犻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犛狋犪狋狌狊 犐狀犺犲狉犻狋犪狀犮犲，狅狉

犚犲犮犻狆狉狅犮犪犾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５１（５）：６８５－６９８．

犌狅犱狑犻狀，犇犲犫狅狉犪犺犇．犪狀犱犑狅犺狀犛犮犪狀狕狅狀犻．１９８９．“犆狅狌狆犾犲犆狅狀狊犲狀狊狌狊犱狌狉犻狀犵犕犪狉犻狋犪犾犑狅犻狀狋

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犕犪犽犻狀犵：犃犆狅狀狋犲狓狋，犘狉狅犮犲狊狊，犗狌狋犮狅犿犲犕狅犱犲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

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５１（４）：９４３－９５６．

犌狅狅犱犲，犠犻犾犾犻犪犿犑．１９６３．犠狅狉犾犱犚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犪狀犱犉犪犿犻犾狔犘犪狋狋犲狉狀狊．犗狓犳狅狉犱：犉狉犲犲犘狉犲狊狊

犌犾犲狀犮狅犲．

犑犪狀犽狅狑犻犪犽，犠犻犾犾犻犪犿．１９９２．“犉犪狋犺犲狉犆犺犻犾犱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犝狉犫犪狀犆犺犻狀犪．”犐狀犉犪狋犺犲狉犆犺犻犾犱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犪狀犱犅犻狅狊狅犮犻犪犾犆狅狀狋犲狓狋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犅犪狉狉狔犛．犎犲狑犾犲狋狋．犖犲狑

犢狅狉犽：犃犾犱犻狀犲犱犲犌狉狌狔狋犲狉．

犔犲犪犮犺，犕犪狉犵犪狉犲狋犛．犪狀犱 犇犪狑狀 犗．犅狉犪犻狋犺狑犪犻狋犲．１９９６．“犃 犅犻狀犱犻狀犵 犜犻犲：犛狌狆狆狅狉狋犻狏犲

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犉犪犿犻犾狔 犓犻狀犽犲犲狆犲狉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犃狆狆犾犻犲犱 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４（３）：２００－２１６．

犔犲犲，犌犪狉狔犚．，犑狌犾犻犲犓．犖犲狋狕犲狉，犪狀犱犚犪狔犿狅狀犱犜．犆狅狑犪狉犱．１９９４．“犉犻犾犻犪犾犚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犻犾犻狋狔

犈狓狆犲犮狋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犘犪狋狋犲狉狀狊狅犳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犃狊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

犪狀犱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５６（３）：５５９－５６５．

犔犻狋狑犪犽，犈狌犵犲狀犲．１９６０．“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犈狓狋犲狀犱犲犱犉犪犿犻犾狔犆狅犺犲狊犻狅狀．”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２５（３）：３８５－３９４．

·０４２·

社会·２０１６·５



犔狅犲犫犲狉，犚狅犾犳，犃犾犻狊狅狀犎犻狆狑犲犾犾，犇犲犲狀犪犅犪狋狋犻狊狋犪，犕犪狉犽犛犲犿犫狅狑犲狉，犪狀犱 犕犪犵犱犪犛狋狅狌狋犺犪犿犲狉

犔狅犲犫犲狉．２００９．“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狉犪狀狊犿犻狊狊犻狅狀狅犳 犕狌犾狋犻狆犾犲犘狉狅犫犾犲犿 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狊：

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犕狅狋犺犲狉狊犪狀犱犇犪狌犵犺狋犲狉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犫狀狅狉犿犪犾

犆犺犻犾犱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３７（８）：１０３５－１０４８．

犕犪狀犱狉犻犽，犆犪狉狋犲狉犃，犈犱狑犪狉犱犉．犉犲狉狀，犪狀犱犢犲狇犻狀犵犅犪狅．２００５．“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

犚狅犾犲狊狅犳犆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狋狅犘犲犲狉狊犪狀犱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牔

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２２（１０）：８１３－８３２．

犕犪狉狋犻狀，犔犻狀犱犪犌．１９９０．“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犉犪犿犻犾狔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犈犪狊狋犃狊犻犪．”

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狋犺犲犃犃犘犛犛５１０：１０２－１１４．

犕犮犇狅狀犪犾犱，犌犲狉犪犾犱犠．１９８０．“犉犪犿犻犾狔犘狅狑犲狉：犜犺犲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狅犳犪犇犲犮犪犱犲狅犳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９７０—１９７９．”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４２（４）：８４１－８５４．

犕狅狅狉犲，犈犾犻狕犪犫犲狋犺犛．，犠犻犾犾犻犪犿犔．犠犻犾犽犻犲，犪狀犱犑狌犾犻犲犃．犃犾犱犲狉．２００１．“犔犻犵犺狋犻狀犵狋犺犲犜狅狉犮犺：

犎狅狑犱狅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狊犇犲狏犲犾狅狆？”犃犱狏犪狀犮犲狊犻狀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８
（１）：２８７－２９３．

犕狅狊犮犺犻狊，犌犲狅狉犵犲犘．１９８８．“犕犲狋犺狅犱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犐狊狊狌犲狊犻狀犛狋狌犱狔犻狀犵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狊

狅狀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犃犱狏犪狀犮犲狊犻狀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５（１）：５６９－５７３．

犚犪狀犽，犕犪狉犽犚．１９８２．“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犆狅狀犼狌犵犪犾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犻狀犠犻狏犲狊＇犈犿狆犾狅狔犿犲狀狋犇犲犮犻狊犻狅狀

犕犪犽犻狀犵．”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４４（３）：５９１－６０４．

犚狅犱犿犪狀，犎狔犿犪狀．１９７２．“犕犪狉犻狋犪犾犘狅狑犲狉犪狀犱狋犺犲 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犚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 犆狌犾狋狌狉犪犾

犆狅狀狋犲狓狋．”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犉犪犿犻犾狔犛狋狌犱犻犲狊３（１）：５０－６９．

犛犪犳犻犾犻狅狊犚狅狋犺狊犮犺犻犾犱，犆狅狀狊狋犪狀狋犻狀犪．１９７０．“犜犺犲犛狋狌犱狔狅犳犉犪犿犻犾狔犘狅狑犲狉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犃犚犲狏犻犲狑

１９６０—１９６９．”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犕犪狉狉犻犪犵犲犪狀犱狋犺犲犉犪犿犻犾狔３２（４）：５３９－５５２．

犛犺犪犺，犚犲狊犺犿犪．犎．犪狀犱犅犪狀狑犪狉犻犕犻狋狋犪犾．１９９７．“犜狅狑犪狉犱犪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

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犻狀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犃狀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狅狉狔犈狊狊犪狔．”犐狀犃犱狏犪狀犮犲狊犻狀犆狅狀狊狌犿犲狉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２４，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犕犲狉狉犻犲犅狉狌犮犽狊犪狀犱犇犲犫狅狉犪犺犕犪犮犐狀狀犻狊．犘狉狅狏狅：犃狊狊狅犮犻犪狋犻狅狀犳狅狉

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５５－６０

犛犻犾犾犪狉狊，犃犾犪狀犔．１９９５．“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犉犪犿犻犾狔犆狌犾狋狌狉犲．”犐狀犈狓狆犾犪犻狀犻狀犵犉犪犿犻犾狔
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狊，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犕犪狉狔犃狀狀犲犉犻狋狕狆犪狋狉犻犮犽犪狀犱犃狀犻狋犪犔．犞犪狀犵犲犾犻狊狋犻．犜犺狅狌狊犪狀犱

犗犪犽狊：犛犪犵犲：３７５－３９９．

犛狅狉犮犲，犘犪狋狉犻犮犻犪，犔狔狀犲狋狋犲犔狅狅犿犻狊，犪狀犱犘犺犻犾犻狆犚．犜狔犾犲狉１９８９．“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狀

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犕犪犽犻狀犵．”犃犱狏犪狀犮犲狊犻狀犆狅狀狊狌犿犲狉犚犲狊犲犪狉犮犺１６（１）：２７１－２７５．

犜犺狅狉狀狋狅狀，犃狉犾犪狀犱犪狀犱犜犺狅犿犪狊犈．犉狉犻犮犽犲．１９８７．“犛狅犮犻犪犾犆犺犪狀犵犲犪狀犱犉犪犿犻犾狔：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

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犳狉狅犿狋犺犲犠犲狊狋，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犛狅狌狋犺犃狊犻犪．”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犉狅狉狌犿２（４）：７４６

－７７９．

犞犻狊狑犪狀犪狋犺犪狀，犕犪犱犺狌犫犪犾犪狀，犜犲狉狉狔犔．犆犺犻犾犱犲狉狊，犪狀犱犈犾犻狕犪犫犲狋犺犛．犕狅狅狉犲．２０００．“犜犺犲

犕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狅犳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狀犆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犞犪犾犻犱犪狋犻狅狀，犪狀犱 犆狉狅狊狊犆狌犾狋狌狉犪犾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 狅犳狋犺犲 犐犌犈犖 犛犮犪犾犲．”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８（３）：４０６－４２４．

犠犻犾犾犻犪犿狊，犔犻狀犱狔，犓犪犾狔犪狀犻犕犲犺狋犪，犪狀犱犎狌犻犛犺犲狀犵犔犻狀．１９９９．“犐狀狋犲狉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犻狀

犛犻狀犵犪狆狅狉犲犪狀犱犜犪犻狑犪狀：犜犺犲犚狅犾犲狅犳狋犺犲犈犾犱犲狉犾狔犻狀犉犪犿犻犾狔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犆狉狅狊狊犆狌犾狋狌狉犪犾犌犲狉狅狀狋狅犾狅犵狔１４（４）：２９１－３２２．

犡狌，犑犻狀犵，犛狅狔犲狅狀犛犺犻犿，犛犺犲狉狉狔犔狅狋狕 ，犪狀犱 犇犪狏犻犱犃犾犿犲犻犱犪．２００４．“犈狋犺狀犻犮犐犱犲狀狋犻狋狔，

犛狅犮犻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犉犪犮狋狅狉狊，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犲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犆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牔

犕犪狉犽犲狋犻狀犵２１（２）：９３－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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